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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善恶报应是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们对行为和结果的道德上的因果联系的诉求。
《管子》既以传统思想中神秘的“天”作为其善恶报应的形上基础，又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实现善恶报应的伦理秩
序，即对善恶报应予以确证，对人们的职业活动进行引导和规约。善恶报应的实现有利于树立道德权威以及道德
信仰，实现义利统一和德福一致，从内因和外因两个维度促使人们遵从道德，对当代的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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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恶报应是因果报应中的一种，我国传统社会
中长期存在着因果报应思想，并且大都是以伦理为
基础，佛教、儒家、道教以及民间信仰中处处可见善
恶报应的踪影。《管子》不仅为善恶报应提供了形
上基础，而且把善恶报应予以措施化、制度化，即在
现实中把善恶报应实现出来，从而事实上为善恶报
应理论提供了确证。
一、《管子》中善恶报应的形上基础
所谓善恶报应，就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的行为而
得到相应的报偿，是基于伦理的一种因果报应，是
对道德行为的认可和肯定，体现了人们对行为和结
果之间道德相关性的诉求。通俗地讲，善恶报应就
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管子》中，善恶报应主要体现为职业活动中的报
应，它是公正的、有序的社会伦理秩序的需要和体
现，是一个社会职业活动的牢固根基。
马克斯·韦伯认为善恶报应的观念与人们的
理性能力有关，越是能够运用理性的人们越会相信
这种伦理秩序。他认为小市民阶层较易于“接受报
应伦理之意味的一个理性世界观”，因为“城市居民
生活的经济基础显然具有较为强烈的理性特征，亦
即可估量性及目的理性的运作能力。再者，职工
（以及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的商人）所过的经济生活，
会影响他们报持下列观点：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勤
奋工作与尽忠职守会得到‘报偿’，而且也‘值得’其
所接受的正当报偿。”［１］１２６在韦伯看来，农民则由于
其受自然的拘束，常常更多地在工作中依赖巫术等
非理性力量以影响自然，因而不易于产生报应伦理
观念。
其实，在我国伦理思想史中，早在几千年前的
我国古代社会中，《管子》已经致力于通过一系列的
政策、措施把善恶报应予以实现，通过政府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消弭自然因素对人们生产的影响，客观
上削弱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的非理性因素，瓦解非理
性观念，在士农工商乃至统治阶层中塑造着善恶报
应的理性观念。
《管子》的善恶报应与传统的“天”之信仰是联
系在一起的。传统思想中历来有对“天”之信仰，
《管子》也借用了这种信仰，作为其善恶报应的理论
基石。“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
不善者有祸。”（《管子·枢言》）主张祸福由个人的
善恶行为而决定，体现了朴素的“德福一致”观念；
赋予“天”以公正的伦理禀赋，并以其作为善恶报应
的保障。实质上，善恶报应把祸福的取得追溯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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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身的行为，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有利于个人
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这种观点实质上排除了
任何神秘的因素。虽然有学者认为善恶报应的因
果性应该是确定不移的，“善恶因果律得以存在的
前提 是 德 性 善 恶 之 因 必 然 导 致 人 生 福 祸 之
果”［２］１０４－１０７，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形态，在现实中是很
难实现的。因为，偶然性是无处不在的，在“为善者
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的规律性中，必然存在着例
外，在这种情况下，“天意难测”，神秘的“天”的概念
为善恶报应无法实现的情况寻找到了神秘的理由
和借口。
善恶报应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
周时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以及“天道福善祸淫”（《尚书·汤诰》）等思想开始，
“德”与“天”的关联是传统思想最稳固的基因密码。
这种“天”与“德”相联系的思想实质是善恶报应思
想，是以“天”作为赏善罚恶的主体，实现善恶与福
祸的因果联系。在传统思想中，“天”历来被看作是
法则和合理性的来源和根据。“人间秩序，无论是
政治社会秩序，抑或是思想文化教育，依据传统道
论，乃是根植于作为宇宙秩序的天道。正是从天道
演绎人道，人道获得了合法性，从而落在人间的道，
成为宰制人思想、规范人行为的绝对准则，完成其
对人间秩序的整合。”［３］９５
《管子》也是借用“天”的神圣性来为自己的善恶
报应寻找形上依据，不过，它更注重强调君主的职责，
由君主代行“天”的意志，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现
实中实现善恶报应，从而维护统治。传统文化中对君
主的道德要求与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其惟王位在
德元”（《书经·召诰》），“君主若念兹在兹，自能长保
天命。这种教训对于新登基的君王来说，更是殷切：
他们应该日新其德！……它展示了宗教与政治之间
的和谐关系。”［４］４３在传统文化中，宗教与政治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宗教为政治统治提供了先天的合法性；
政治要体现先天的意志，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否则就
会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危机。
二、《管子》中体现善恶报应的
政策和措施
《管子》中体现善恶报应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
在职业活动中，既包括经济领域，又包括政治领域，
具体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收入调节以及选贤任
能等方面。
《管子》善恶报应在分配中主要体现为按照劳
动和功绩获取报酬，即分配公正。《管子》尊重每个
人的劳动，把劳动以及功绩作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
段。“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
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
（《管子·权修》）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功绩而得到相
应的报偿，类似于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获得报
酬，与列宁对马克思提出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
个阶段上的分配方式的论述：“按等量劳动领得等
量产品”、“不劳动者不得食”［５］１０８非常相像，体现了
朴素的分配公正思想。在此基础上，引导人们辛勤
劳动，使人们根据自己的劳动得到相应的报酬。
分配公正主要体现为《管子》看到了不同职业
劳动中凝聚的劳动时间（劳动量）的付出，主张不同
职业之间的劳动产品的交换，应该以劳动时间（劳
动量）作为基础。“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
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管子·治国》）主张从事不同职业的人，通过大致
公平的交换，得到所需要的其它职业劳动者生产的
劳动产品。反对商人囤积居奇，通过投机获取暴利
的行为。它认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
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
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
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
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
也。”（《管子·国蓄》）主张“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
之事”（《管子·轻重乙》），看到了不同行业、不同能
力的人获利存在较大差距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主张
政府通过理性计算调控行业之间的获利情况。《管
子》主张根据劳动时间（劳动量）作为收入的基础，
这是由于古代社会，劳动者劳动的付出主要是以劳
动时间做标准。这种观点把握到了当时社会生产
劳动的脉搏，当然它看到的劳动时间，还不是现代
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过，它已经看到了
不同的职业劳动都凝聚着人类体力、智力、时间的
付出，依此可以对不同职业（行业）之间的劳动进行
比较、交换，这说明其已经朴素地认识到劳动价值
和价值规律。采取按照劳动时间以及功绩进行分
配的模式，既体现了经济上的需要和意义，又蕴涵
着伦理价值和关怀。
《管子》对收入的调节主要体现在税收方面。
其一，“相地而衰其政”，（《管子·小匡》）根据土地
类型、地力肥沃程度征收不同的税率。《乘马》中有
详细的记载：“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
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它看到了不同的土
地由于地力的不同而导致收获劳动产品数量上的
差异，通过政府对不同土地类型征收不同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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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无论是耕种哪种土地的农夫，都能大体上得到
相同的报酬。其二，针对自然灾害而意外事件，采
取灵活的税收政策。《轻重丁》记载，齐西因水灾歉
收，齐东粮食大丰收，管子的计策是：“今齐西之粟
釜百泉，则鏂二十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鏂二钱
也。请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谷菽粟决其籍。若
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
然则釜十之粟皆实于仓廪。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
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若此，则东西
之相被，远近之准平矣。”（《管子·轻重丁》）政府在
自然灾害面前，对受灾地区与非受灾地区之间的税
收调控，不仅有利于解决受灾地区人民的生活问
题，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体现了政府的理性考
量与民众朴素的情感的一致，客观上有助于造就共
同体意识和国民意识。在不可控制的自然因素面
前，政府（君主）扮演了主宰者（上帝）的角色，使得
劳动者勿需徒劳地求助虚幻的、神秘的巫术，而是
相信政府（君主）的措施，有助于朴素的善恶报应观
念的产生。
《管子》提倡选贤任能、赏罚公正，保证人才选
拔和管理上的公正性，更好地维护统治秩序。《小
匡》中规定了“三选”的制度，注重选拔有真材实学
的人，这种选拔制度是为国家搜罗到有用的人才，
客观上要求和体现着公正的伦理要求。《小匡》中
记载，正月之朝乡长复事，桓公命曰：“于子之乡，有
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
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
就选拔本身而言，其过程和结果是公正的；对个人
而言，因德行才能得到选拔，是公正合理的，是最可
认可和接受的。《管子》中有很多赏罚公正的制度
规定，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不合格的予以惩处，它
认为：“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
位。”（《管子·君臣上》）强调依法对不合格资格的
官员进行处理。在对待官员上，《管子》并不是终身
制，而是考核淘汰，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这其中蕴
涵了比较科学合理的人才观。
对普通民众，也根据其行为进行赏罚，促使其
专心本职。“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
可得而诛。”（《管子·小匡》）对专心从事劳作的，予
以奖励；对不安心劳作者，予以惩罚。《管子》规定
了对在生产方面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予以奖励：“民
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
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
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
八石。”（《管子·山权数》）重视和奖励农业生产方
面的技术和人才，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特点。
从总体来看，《管子》的“分配公正”、“选贤任
能”、“论功行赏”等政策措施，注重行为和后果之间
的联系，努力实现公正地对待每个人，使个人根据
自己的德才、行为而得到相应的报偿，客观上起着
促使人们产生善恶报应的理性世界观的作用。
三、《管子》善恶报应思想的
基础和实质
《管子》的善恶报应是基于人性而建立的。它
认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
避。”（《管子·禁藏》）“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
不欲利而恶害。”（《管子·形势解》）符合人情就要
满足人民的利益，利益的分配问题是统治者必须要
解决的一个基本的问题。《管子》的策略是对职位、
财富等的分配采取公正的原则，根据每个人的劳
动、功绩、德才来分配。这种做法体现了人们对行
为与结果联系的诉求，符合人们朴素的认知和情
感，能够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和肯定。在《管子》
中，道德规范不是仅靠逻辑推衍而来的抽象系统，
而是指导和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一套制度性规定，
虽然其为伦理道德提供了“天”作为来源，但在实质
上，其是把道德置于人性基础之上，通过规范引导
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善恶报应，即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行为得到相应
的报偿，体现着公正的要求。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认
为的：“公正分为两类，一类表现在财物和荣誉等等
的分配中，另一 类 则 在 交 往 中 提 供 是 非 的 标
准。”［６］９１善恶报应正是体现了财物分配以及荣誉等
方面的公正，是“平等对待具有同等功劳的人，不平
等对待具有不同价值的人。”［７］２７１并进而为人们职业
活动之间提供是非标准。《管子》实行的“分配公
正”、“选贤任能”、“论功行赏”等政策措施从不同侧
面体现了公正的原则。公正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
根基，对弱者、困难者的同情、慈善等道德属于更高
的仁爱境界，这些更高的道德要求都是建立在公正
的基础之上。如若没有公正，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
系就丧失了伦理基础，也就无法建立有效的伦理秩
序乃至社会秩序，更高的道德要求也就无从谈起。
职业活动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以公正为基础，
只有建立公正的秩序，才能真正激发劳动者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缺乏公正的社
会，就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绝对不可能稳
固长久地存在。
《管子》的善恶报应实质上是义务论与后果论
５２
的结合。善恶报应注重从后果来引导人们履行道
德，乍看起来，与功利主义相类，但是二者存在着根
本的区别。二者在出发点上是根本不同的，西方功
利主义主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原则，以其作为
道德确立和评判的标准；而善恶报应则是强调对道
德行为的报应，其前提是肯定道德，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一种道德实现方式。如果说西方功利主义是
“凡是实用的就是合理的”，把道德置于工具性地
位；那么善恶报应则是“凡是合理的应该是实用
的”，虽然也强调道德的工具性价值，但更多的是把
其置于目的性地位上，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两者并
重。因而，莫如说其善恶报应既注重德性，又注重
后果，是德性论与功利主义的融合。
四、《管子》善恶报应思想的
意义和价值
《管子》的善恶报应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通
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把其在现实中实现出来，其报
应是一种得到验证的报应，增强了其理论说服力，
容易得到人们的践履，在此基础上，有利于个体善
与社会善的统一。就如樊和平教授所认为的：“善
恶因果律的真正实现，有赖于社会的公正与合理，
……善恶因果律就在建立完善的道德个体的同时，
提出了追求社会公正的要求。于是，个体至善与社
会至善的统一，便成为善恶因果律运作的伦理底蕴
和现实指向。”［８］８６－９４善恶报应的实现，不仅具有理
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价值。
第一，确立行为的道德因果联系为道德履行奠
定理论基础。善恶报应体现了人们行为与结果上
的道德联系，为人们履行道德提供了理论依据。即
使对于一些道德高尚的人来说，行善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得到报偿，善有善报的伦理秩序也是其内心所
渴求的。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个人根据自己的
行为得到相应的报偿最具有合理性，体现了个人理
性；对于社会而言，使个人根据自己的行为得到相
应报酬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做到的基本要求，有
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体现了社会理性和伦理诉求。
与传统神秘天命观相比较，善恶报应注重因果
联系的伦理性。传统理论中神秘的天命观，认为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以神秘的
“天”、“命”主宰，具有难以认知、无法把握的不可知
性和神秘性。善恶报应，一方面把因果联系引入其
理论和实践，克服了行为与后果关系上的偶然性、
无序性，体现了人类认知的进步；并且，社会是实现
个人行为与后果一致性的重要保障，体现了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善恶报应以道德作为行为
报应的依据，客观上凸显了道德在因果链条中的关
键作用，使得人们注重自己行为的道德性，有利于
引导主体发挥其能动作用，事实上，使人真正成为
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与伦理型宗教中的因果报应相比较，《管子》注重
善恶报应的现实性。世界上各大宗教都是伦理型宗
教，佛教、道教也属于此类，其中的因果报应也是以道
德为基础。佛教把业因与果报扩展到前世、今世、来
世，形成了“三世二重因果”的业报链条，把因果报应
精致化和圆融化，使其陷入无法验证的境地。道教融
合了传统思想和佛教的因果报应，与佛教一样，也是
把报应的因果链条无限拉长，同样具有不可检验的特
点。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因果链的拉长并不意味着
诚实劳动、尽忠职守一定能得到报偿，这样就为现实
中的不公正提供了借口，无助于现实中的公正平等的
实现。而善恶报应则是建立在牢固的现实的基础之
上，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报应得以实现，具有现
实性、科学性和合理性，赋予善恶报应以可确证性和
可信性，从而为现实中人们相信道德和履行道德提供
了可靠的理论支撑。
第二，树立道德权威为道德履行提供外在保
障。道德权威是人们遵从道德的可靠前提和重要
保障，是形成道德信仰的重要基础。道德权威主要
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两个来源，内在来源主要来自
于道德内容本身的合理性、公正性；外在权威主要
来自于道德方面的保障措施以及强制手段。善恶
报应基于人性，力求实现行为和结果的相一致，符
合人们关于行为和结果的因果联系的认识和追求，
因而能够得到人们的尊重和认可，内在权威得以确
立。《管子》善恶报应中的各种政策、措施确保了道
德报应的实现，不断对道德进行着确证，这其中政
府命令、法制等强制手段的运用使得道德具有了外
在的权威。于是，道德权威在善恶报应中具有双重
面孔：一方面道德作为政府自上而下的要求，需要
人们遵循；另一方面，道德作为一种自身权益的获
得方式，成为主体的信仰追求。这样，对于道德的
遵从，即使不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认识的话，也可以
从主体自身的需要来理解，并且，即使是外在权威，
也可以通过不断地确认而内化为主体内心的遵从，
这个过程也是政府理性与个人认知相一致的过程，
于是，善恶报应就提供了从他律向自律转化的可能
和条件。《管子》的善恶报应看到了道德的实现并
不仅仅依靠道德自身，还需要强制力以及制度保
障，看到了道德的实现往往是在道德手段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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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对任何时代的道德建设都极具意义。
第三，实现义利统一、德福一致为道德履行提
供内在动力。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西方伦理
学上的重要问题，德福问题比较接近于我国传统思
想中的义利关系问题。德福问题曾经长久困扰西
方伦理学界，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都有自
己的看法，其分歧不外乎关于幸福和德行的地位的
看法上的区别。无论是把德行当作至善，幸福只是
一种主观状态的斯多葛派；还是把幸福当作至善，
德行是谋求幸福的手段的伊壁鸠鲁派；还是康德的
观点：“必须永远不把道德学本身当做幸福学说来
对待，亦即当做某种分享幸福的指南来对待；因为
它只是与幸福的理性条件相关，而与获得幸福的手
段无关。”［９］１４１在这其中，最能得到普通认可的莫如
亚里士多德所说，德行是获得幸福的核心条件，但
是感官快乐也不可或缺，这种观点最符合普通人关
于幸福和德行关系的理解和认识。《管子》的善恶
报应恰恰注重德性与利益的结合，它没有把义与利
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以义获利，这种观点消除了义
利关系上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体现了一种综合性
的思维方式。在整个传统思想中，“福”包含多方面
的意思，《尚书·洪范》中规定的“五福”内容：“一曰
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这种关于“福”的观点被广为接受，其中，物质上的
“富”为一个“福”的不可或缺的意思，《释名·释言
语》中指出：“福，富也。”［１０］１８４“福”与“利”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因而，善恶报应体现着对幸福正当性
的关怀，为人们自觉履行道德提供了内在动力。
《管子》的善恶报应理论和实践反映和实现了
人们行为与结果的道德上的因果联系，体现了义利
统一、德福一致，赋予道德以外在和内在的权威，因
而，不仅依靠外部的措施手段引导和约束着人们对
道德的遵从，而且通过激发和获得人们内心的普遍
的认可而不断实现着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化。
五、结语
《管子》强调君主、政府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的
政策措施对人们的职业行为予以引导、规约，强调
后果在促进职业行为中的重要性，主张自上而下地
培养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善恶报应观念，体现了
在道德问题上的政府理性。其善恶报应的政策措
施有利于引导和约束人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体现了
“道德决定论”，即人的行为决定人的命运，促使人
们相信道德，客观上有助于道德信仰的确立。
没有一种理论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管
子》的善恶报应的理论和实践也不例外。首先，《管
子》中的一些政策措施可操作性不强。诸如，对于
人才的推选，依靠君主的巡视，等等，这些措施的实
行只能是在小的范围内、“熟人社会”中才能较好地
得到实行。其次，把实施善恶报应的希望寄托于君
主的圣明，无疑是太过于天真和理想化，往往无法
真正实现。虽然《管子》主张通过法制化确保善恶
报应的实现，但事实上在君主专制的统治方式中，
君主对于制度、法制具有单向度的决定作用，成为
事实上报应政策措施的决定者，难逃君主专制的窠
臼；并且，其制定的很多报应措施的贯彻实施都有
赖于君主个人，使得善恶报应由于缺乏法制保障无
法真正实现。这些恰恰可以作为今天道德建设的
有益借鉴。
毋庸质疑，《管子》中蕴含着很多真知灼见，即
使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闪光，但是若因此而认为
其具体政策措施在今天仍然具有实用价值，那则无
异于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善恶报应思想在道德认
知和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体现着理性与信仰、道
德与经济利益、义利关系、德福关系等伦理学的基
本问题。《管子》在道德实践中，注重建立道德报
应，形成良好的伦理秩序，为人们遵从道德提供内
外两方面的机制，这些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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